“一米命题”是先验的吗


——从“先验”的概念分析看

[摘要] “先验”是认识论概念，先验知识开始于“相信”但不源于“相信”；先验性知识可以表达为分析性语句，但从分析性语句不能得出它表明的先验性知识；先验性知识不能由定义或约定得到。先验性认知表明的是一种认知的可能性问题，是全体人类可以具有的认知能力，涉及到人们是否能够独立于有关现实世界的任何经验而认识某种事物和命题。因此，克里普克对人们可以先验地获得米制知识的论证是有缺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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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来源及背景
《命名与必然性》（Naming and Necessity）一书是20世纪非常有影响的哲学和逻辑学著作之一。克里普克（Kripke）在其中所提出的真理理论和名称理论导致了逻辑学界和哲学界持续多年的论争，迄今亦然。报告所关注的先验偶然真理理论就源于此书，克里普克以“一米命题”和“海王星”的发现为例提出了存在“先验偶然真理”的主张。

这一观点的提出打破了逻辑真理是普遍的、必然的、先验的、分析的，不能提供新知识，事实真理是特殊的、偶然的、后验的、综合的、能够提供新知识这一划分传统，引发了持续多年论争和探讨。
就“必然性”和“偶然性”，“先验性”和“后验性”，“分析性”和“综合性”这三组范畴的划分及知识的基础问题，西方哲学界的探讨深入且详尽。康德(Kant)虽然主张先验真理是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被认识的真理，先验性与必然性不可分离。但他提出的“先验综合判断”就是对传统观念的超越。蒯因(Quine)对划界问题提出质疑，怀疑“先验真理”是否是一个哲学误导。克里普克则提出存在着先验偶然命题和后验必然命题。他以“一米命题”为例，论证了先验偶然真理命题的存在。

自从克里普克发表《同一性和必然性》、《命名和必然性》以来，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都进行了讨论。这其中包括的哲学家有马库斯(Marcus)、普兰廷卡(Plantinga)、卡普兰(Kaplan)、唐纳兰(Donnellan)、费奇(Fitch)、萨蒙(Salmon)、休斯(Hughes)和埃文斯(Evans)、凯切尔（Kitcher）、威廉姆森（Williamson）等人。近年来，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克里普克存在“先验偶然真理”的思想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西方哲学界对三组范畴划分的讨论历史悠久。对知识的基础问题及其可靠性与普遍必然性问题的质疑，对能否得到及怎样得到既普遍必然又能提供新知识的真理的质疑，是近代以来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问题之一。因此，我将克里普克的“先验偶然真理”理论作为切入点对知识论问题进行探讨。
一方面基于澄清概念与区分层次的目的，对三组传统范畴——“必然”和“偶然”、“先验”和“后验”、“分析”和“综合”进行分析考量，以区分“先验必然”、“后验偶然”、“先验综合”、“先验偶然”、“后验必然”等相关论证的层次。另一方面，对克里普克的名称理论和现代本质主义理论进行综合分析，以探究克里普克建立先验偶然真理理论的理论依托。这些工作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内持续的展开，本报告仅通过对“先验”的概念进行分析入手，论证“一米命题”并非是一个先验的例证。

二、“一米命题”的提出
克里普克关于先验偶然命题最著名的例证——“一米命题”，来自维特根斯坦的论述。“有一样东西，人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这个东西就是巴黎的标准米尺。这并非赋予这根米尺任何特殊属性，而仅是标志出其在用米尺进行测量的语言游戏中所起的特殊作用”。这里“特殊作用”是指这根棍子的作用是长度标准，是其他物件长度的测量依据，故不能把长度归属于这根棍子本身。

令S代表巴黎标准米尺，因这把米尺的长度随时间不同可能发生变化。所以，为使定义更加精确克里普克加以时间规定：一米就是在某确定时间t0时S的长度。此定义并未给出“一米”的意义，而只是确定了其指称。
这是以一种偶然的特性（有如此一根棍子），来标示某一段长度。所以即使对于持有“先验地认识的事情都是必然的”这种观点的人而言，也没有理由根据“棍子S在时间t0时是一米长”这个定义，确定其为必然真理。即使科学哲学家可能会从“一米”是一个“簇概念”的角度对定义加以完善，以找到理解这个问题的钥匙，但仍然可以设想“如果在时间t0这个棍子发生如此这般的情况，那么S就不会是一米长了”。
克里普克主张这种涉及可能世界的设想是“簇概念”所不能彻底完善的，所以任何“簇概念”都不能必然地确定专名“一米”的指称。

克里普克假定，即使这个定义是确定米制的唯一标准，这个问题仍会产生。因为在专名“一米”和“在时间t0时棍子S的长度”之间存在区别。一方面，“一米”是严格指示词，在它存在的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示确定长度，该长度在实际世界中恰是棍子S在时间t0时的长度。摹状词“在时间t0时棍子S的长度”并不严格指示任何对象。因为在非真实的情况下，如果对t0时的S施以适当张力或压力，加热或冷却，S的长度可能发生变化而不是一米。
克里普克主张，如果对这个“定义”做适当解释就可以发现，它并没有给出“一米”这种东西的意义，并不是意指“一米”与“在时间t0时棍子S的长度”二者同义，而只是由事实上时间t0时棍子S的长度确定“一米”的指称。因此，S在t0时的长度并不严格指示“一米”的长度，在此意义上，棍子S在时间t0时的长度是一米不是必然的。

对于“在时间t0时棍子S是一米长”的先验性，克里普克从这个陈述的认识论意义上进行分析。通过指称棍子S确定米制的人可以从“在时间t0时棍子S的长度”先验地获得知识。如果用棍子S确定“一米”的指称，那么作为并非缩写的定义或同义的定义的“定义”结果，他就未经进一步研究而自动知道S是一米长。此外，克里普克在脚注中表明：“由于认识的这个真理是偶然的，我就不愿称之为‘分析的’，因为根据规定，分析真理必须既是必然的，又是先验的”。

一方面，“一米”的“定义”仅仅确定了一米的指称，并未确定其意义。棍子S在t0时的长度不必然为一米。另一方面，人们可以通过“定义”结果而先验地自动地知道S是一米长。因此，克里普克主张，通过“巴黎标准米尺”对“一米”的定义是一个先验偶然真理。
三、克里普克的“先验性”论证及反驳

（一）克里普克的“先验性”论证

在《同一性与必然性》中，克里普克将先验真理界定为能够独立于一切经验而被认知的。先验真理与我们能够如何认识到某种东西事实上是真实的方式有关。如果要把这个概念归属于某一哲学分支，那么它属于认识论，而非形而上学。
“先验性”是认识论概念，涉及获取知识的途径与手段。克里普克反对“先验真理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被认识，存在不借助经验而获取知识的可能性”这一主张。
第一，模态概念“可能”的引入。他强调区分认知者是能够‘先验地’认识某对象，还是根据先验的证据相信某对象为真。
他指出“在‘先验的’表征中存在着另一种模态，这就是它被认为是某种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被认识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有可能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认识这种东西（无论事实上我们是否独立于任何经验而认识它）…要把所有这一切搞清楚，可能要涉及这里所说的可能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可能性等一大堆问题。因此，最好的办法也许是不使用‘先验真理’这句短语，即使要用也要牢记这样的问题，即某个特定的人或某个认识者能够‘先验地’认识某个东西，还是根据先验的证据相信某个东西是真的。”
 
第二，克里普克反驳有人把模态词由“可能”变成 “必然”，“可能被先验地认识”并不意味着“必然被先验地认识”。
克里普克主张“我想说的是，有些哲学家把这种表征中的模态从可能转变成必然。他们认为如果有什么东西属于先验知识的范围，那么它就不可能由经验来认识。这恰恰是错误的。有些事物可能属于这种能够被先验地认识的陈述的范围，但也可能被某些特殊的人物在经验的基础上认识。这里我举一个实际上是常识性的例子：每一个使用计算机进行工作的人都知道，计算机可以对一个如此这般的数是否是素数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谁也没有计算或者证明过这个数是否确是素数；但是计算机却可以给出一个答案：这个数是素数。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数是素数，那是依据我们关于物理定律和计算机构造等知识来相信这个答案的，而不是依据纯先验证据来相信这个答案的。我们是依据后验的证据（如果有任何后验的东西的话）来相信它的。尽管如此，或许这个答案可能由某个进行必要演算的人来先验地认识的。因此，‘可能被先验地认识’这句话并不意味这‘必然被先验地认识’。”

由以上两方面论述，可以看出，克里普克的主张可以概括为：“先验”是认识论概念，涉及到人们认识某种事物和命题的方式，如果它能够至少被一个认知主体独立于有关现实世界的任何经验而认识，则称其为先验的。“能够”独立于经验而被认识并不意味着“必然”被先验认识，先验的真理也可能被某些人在经验的基础上认识或者根据先验的证据而相信。

第三，“先验”是可以凭借“定义”或“约定”而自动知道事物或命题的真实情况。“定义”是“把一个术语定义为另一个术语的意义”和“给出某个同义词的定义”。克里普克将正规的严格定义称为“把一个术语定义为另一个术语的意义”和“给出某个同义词的定义”。他以定义“π是一个圆的圆周与其直径之比”进行论述，其中“π”和“一个圆的圆周与其直径之比”二者都是严格指示词。
而“一米命题”：一米就是在某确定时间t0时S的长度。这一定义并未给出“一米”的涵义，而只是确定了其指称。因为克里普克假定，在专名“一米”和“在时间t0时棍子S的长度”之间存在区别。一方面，“一米”是严格指示词，在它存在的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指示确定长度，该长度在实际世界中恰是棍子S在时间t0时的长度。摹状词“在时间t0时棍子S的长度”并不严格指示任何对象。因为在非真实的情况下，如果对t0时的S施以适当张力或压力，加热或冷却，S的长度可能发生变化而不是一米。就“一米命题”这个克里普克带引号的定义而言，应该算作是一种约定，“约定”是固定指称的方式。
克里普克主张：作为约定的结果，对于某个通过指称棍子S来确定米制的人来说，如果他用棍子S确定“一米”这个术语的指称，那么作为这种“定义”的结果，他就是未经进一步研究而自动地知道了S是一米长。因此他就先验地认识了它。在我看来，这其中隐含着，作为先验地认知的前提，是这个人仅仅知道这个定义，即仅仅以巴黎标准米尺来确定米制，除此之外，他对于一米的指称别无了解。
克里普克由加引号的“定义”（也即约定）论证“一米命题”的先验性似乎存在着某些跳跃，为什么作为约定的结果，对于某个通过指称棍子S来确定米制的人来说，他就是未经进一步研究而自动地知道了S是一米长？仅仅由此得出先验性的结论似乎太过牵强！在此，克里普克埋藏了一个关键性的注脚！

第四，克里普克主张先验真理与分析为真的语句相对应，“先验的”命题所表征的语句是“分析的”。就“一米命题”的“先验性”论述中，克里普克有一个脚注：“由于认识的这个真理是偶然的，我就不愿称之为‘分析的’，因为根据规定，分析真理必须既是必然的，又是先验的”。
由于“一米命题”是偶然的，所以克里普克不愿将其称为“分析的”。可见，克里普克认为“一米命题”是先验的、偶然的、分析的。为何认知者能够通过定义而能未经进一步研究自动地认知就依赖于这种分析性。因为认知主体可以通过语句的分析性，即仅在语言内部，而无需借助实在经验而自动得知命题中专名涉及的指称对象及其对应性质。可见，分析性是揭开克里普克主张通过定义和约定获得先验知识这一主张的面纱。他的这一潜在主张如此隐蔽，以至于迄今鲜有人察。
（二）对克里普克“先验性”论证的反驳
对于克里普克有关“先验”的主张，鲍曼（Baumann）批评到：“先验并不包含克里普克所展现出的直接或即刻的意味。例如，一些数学真理（例如哥德巴赫猜想）是先验的，但它们往往并不立即被判定，而是经历一些进一步的探究。”
陈波老师指出，对于克里普克的“先验”概念而言，P是先验可知的，当且仅当（1），我们独立于有关现实世界的任何经验而知道其为真或为假；（2），我们可以凭借定义或约定而知道其为真或为假。
对此，他从四个方面进行反驳。
（1）命题P的先验性，仅仅依赖于其进入知识体系的方式。如果P是先验可知的，这意味着P并没有经验的背景，那么P就必须独立于任何人的任何经验而被得知；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人能够在后验的基础上知道P。
陈老师指出，就一个数学陈述通过计算机程序而被证明之后，某人根据关于物理定律和计算机构造的知识而相信这个陈述，就表明那个人是根据后验的证据（而非先验地）相信该陈述的真实性这一说法，他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按照“先验性”的本义，它指我们是否在原则上能够独立于任何经验知道某个命题为真，因此它与“相信”无关。
无论某个人凭借对某套计算机程序的信任，或者凭借对某位权威数学家的信任，而相信某个数学命题或定理是真的，这样的事情有可能发生，就像某些信徒可以凭借所谓的“神迹”或“天启”而相信上帝存在一样，但这些都不构成“知识”，因为按照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传统，“知识”意味着“真理”。某位权威数学家的证明是否成立，某个数学命题是否确实为真，还需要受到整个数学家共同体的严格检验，只有通过这个过程而得到认可的东西才算“真理”，甚至数学家共同体也可能犯错。而数学家的这种证明、检验和核查过程与关于这个现实世界的任何经验无关，在这个意义上，数学真理是先验可知的。
陈波老师所澄清的是：“先验性”与一个命题是否在原则上可知无关，它所说的只是：假如一个命题是可知为真的话，那么，是否有可能独立于任何经验而知道它为真？先验性涉及知识的起源，而与知识的传递无关。在P最初进入我们的知识体的时候，为了知道P，人们是否必须依赖某些经验的手段？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则P是先验的；否则，P就是后验的。一旦P已经进人我们的知识体之后，后来的人们如何从先前的人们那里知道P，这个问题与P的先验性无关。

（2）如果我们通过定义或约定而得知真理P，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自动地知道P是先验的。陈波老师所举出的例子是，假如规定“赵岩”指“中国现任总统”，那么，根据这个规定，“赵岩是中国现任总统”自动就是真的，因而按克里普克的说法，它就是一个先验真理。但是，这个句子确实是一个真理吗？判断它的真假确实不需要参照任何经验吗？陈波老师认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就表明，“定义”或“规定”并不是任意而为的，它们也需要某种根据，很多时候是经验的根据，也需要得到某种形式的证成和认可。
对于定义而言，它往往是我们言语活动和认知活动的记录与提炼，具有经验的起源与内容。“根据经验或规定为真”与“先验地可知为真”并不是一回事。对于“N是F”这样的定义或约定陈述是一个经验的陈述，而不是先验的。因为我们的字典或百科全书中的定义是我们言语活动的记录、阐释和提炼，然而这是随我们对外部事物的深入认识而不断修正的。这也是字典和百科全书不断更新的原因。此外，我们的语言具有社会性、约定俗成性和应用性。
（3）按照传统的理解，先验并不包含直接或即刻的意味。克里普克有关“先验”的一些使用是令人莫名其妙的。克里普克以“哥德巴赫猜想”为例论证，任何大于2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的真假迄今并未得到证明。因为其真假并非是偶然的，如果它为真，则它必然为真；如果它为假，则它必然为假。但是我们对此并不能先验得知。对于克里普克谈到的哥德巴赫猜想的先验性是一个需要证实的哲学问题。
陈波老师主张，按照二值原则，哥德巴赫猜想或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但它究竟为真还是为假，却需要理智的证明，需要付出极其艰苦的理性努力，甚至不是普通的心灵有可能完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哥德巴赫猜想不是先验为真。他认为，证明哥德巴赫猜想，只需要通过逻辑推导或数学演算，这项工作完全可以坐在书桌前的扶手椅里完成，因而与关于这个世界的任何经验无关。在这个意义上，不论哥德巴赫猜想为真还是为假，证明或认知这一点的过程都是独立于关于现实世界的任何经验的，因而是先验的。克里普克怀疑哥德巴赫猜想的先验性的论述，似乎给人这样的印象：若对一个命题的理解和求证，需要付出极大的理智努力，它似乎就不是先验的。这等于把一个真理的“先验性”理解为独立于经验、并且不需付出理智的努力而自动地认知到它为真，这有点文不对题。

（4）克里普克仅仅强调“必然性”与“先验性”之间的区别，即“必然性”属于形而上学领域，“先验性”属于认识论领域；但他却几乎没有提及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未对传统的必然性导致先验性提出任何反驳性论证。
陈波老师指出，若一个命题必然地为真，则它在一切可设想的情形下都为真，用莱布尼茨的话来说，也就是在一切可能世界中都为真，既然如此，它为真就与任何特定的情形或特定的可能世界无关，这等于说，它没有传达关于这些特定的情形或特定的可能世界的任何经验信息；当然更没有传达关于现实世界的任何经验信息，因为现实世界也是一个可能世界。于是，我们就没有任何机会依据经验的证据去知道它为假。这等于说，我们可以独立于任何经验、特别是关于这个现实世界的经验去知道它为真。因此，该命题先验地为真。
四、“一米命题”是先验的吗
（一）我的“先验”观

纵观历史上有关“先验”的探讨，在我看来，人们一般都主张“先验”是独立于经验的。但是，何为经验？何种程度上的独立于经验算为“先验”？（也即，是在知识的起源上独立于经验，是独立于特定认知者的经验，还是独立于所有认知者的经验？）以定义或约定得到的认知“先验”吗？很多学者并未给出明确解释。
第一，“先验”与“经验”的范畴。诚然，我对此也并未形成清晰的概念。但是，粗略的去除相违之处还是值得尝试的。
（1）先验知识开始于“相信”但不源于“相信”。
例如，计算机可以对一个如此这般的数是否是素数的问题给出一个答案：这个数是素数。如果我们相信这个数是素数，那么我们依据物理定律和计算机构造等知识来相信这个答案的，而不是依据纯先验证据来相信这个答案的。这即克里普克所主张的根据后验的证据相信某个东西是真的，并非是先验的。然而，我同义陈老师所主张的按照“先验性”的本义，它是指我们是否在原则上能够独立于任何经验知道。但是它与“相信”并非无关。
此外，对于“相信”的认识，我倾向于物理学家卡普拉的观点。近代物理学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里，即使空无一物的空间也是弯曲的。显然，我们理性思维的抽象体系永远不能完满地描述或理解这个现实世界。用海森伯格的话来说，“每一句话或每一个思想，无论它看起来是如何明确，也只在有限的范围内适用。” 

我们大多数人很难经常意识到理性知识的局限性和相对性。由于去理解对实际存在的事物的描述，要比去理解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身容易得多，所有我们倾向于将二者混为一谈，并且把我们的概念和符号看作是实际存在的事物本身。因此，我们以对某种已知的概念、定义、命题的信念去理解世界，实际上是在抽象的、局限的理性知识之上的又一次人为加工。这种加工并非我们主张的进步，往往会距离真理更为遥远。
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定义、概念和命题等是人们对于现实世界的抽象和概括，就像是一个画家用画笔描绘了一张老虎的画像，无论其逼真程度如何以假乱真，它终究不会代替老虎，它没有知觉、不会活动、不能咆哮。而在因为对定义、概念的“相信”，并自以为是独立于经验的“先验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结论，就仿佛另一个画家，相信这幅老虎的画像已经拥有了老虎的所有特质，然后再次照画，其结果往往是会失掉更多。

然而，这会造成很大的恐慌与质疑，那我们依据诸如“1+1=2”的“信念”并在此基础上得到的“2+1=3”也不可靠吗？那我们是否要抛弃所有已知的成果？这似乎并不现实，也很荒谬。

在此，我主张先验知识开始于“相信”但不源于“相信”。我们不能抛弃人类已有的成果，而独立生活。就像我们不能抛弃“1+1=2”而独立开启“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即使我们可以仅仅坐在椅子上，不依据任何现实的经验而得出某个数是不是素数的答案，但这并不代表这一结果不开始于“相信”。这种演算过程是与我们对于素数等一系列数学知识的信念相关的。然而，真正的先验知识是可以开始于“相信”但却超越信念的，它不能完全源于信念。也即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老虎的画像获得知识，但是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个源泉，它需要体验，需要内证悟。在此基础上得到的知识才是先验的。
（2）先验性知识可以表达为分析性语句，但从分析性语句不能得出它表明先验性知识。
蒯因将一般的分析陈述分为两类：一类是逻辑真理，即逻辑同一律的命题或同语反复。如“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已婚的”。第二类分析陈述可通过同义词的替换而还原为逻辑真理。如“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是将“未婚男子”同义替换“单身汉”得到的逻辑真理。
在蒯因看来，以同义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性的依据，从而主张第二类分析陈述因其依赖于同义性的概念而具有分析性，是困难的。第一，就以定义说明同义性，将同义性看作被定义词和定义词之间的关系的观点而言，蒯因对定义的来源表示质疑。定义源于人们的经验，是因为在人们的日常用法中“已含有这两个语词形式之间的同义性关系”。因此，同义性已存在于经验中，定义仅是对于已观察到的同义性的报道，而非同义性依据。第二，对于同义性是在一切语境下可以互相替换而真值不变的“保全真值”的观点，蒯因主张互换是以同义性为前提的，保全真值的互换不是同义性的充分条件。第三，蒯因论证了以人工语言中设定的“语义规则”来说明分析性的主张亦不成立。因为语义规则仅仅规定了若一个陈述符合此规则就是分析的，但没有给出分析的意思。实际上，语义规则是以分析性概念为前提，因此是无法用语言规则来说明分析性的。

例如，语句“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的分析性，是在语言世界中，“未婚男子”与“单身汉”已经存在某种程度的同义，因此由分析性语句“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已婚的”得到分析性语句“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蒯因主张，“未婚男子”与“单身汉”的同义替换是需要借助实在世界的。但在对该语句分析的此刻，我们无需在实在世界中进行实时检验，即无需主体付诸客观行动，即此时语言世界和实在世界并未连接，我们仅仅是在语言世界中完成了此项分析工作。这说明“未婚男子”与“单身汉”二者同义，是已经存在于语言世界中的，因此其分析性是具有实时“离经验性”的。但这并非代表“先验的”。因为对于此陈述的分析虽然此刻“离经验”，但其根源是建立在相关实在世界与语言世界的连接已经完成的基础上的，是依赖于经验的，因此，我们不能先验地知晓“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一米是棍子S在时间t0时的长度”不能因克里普克所主张的分析性而被认定是先验的，它所表达的命题不一定能被人们先验认知。

（3）由定义或约定得到的知识不是先验的。
正如（1）中所述，先验不依赖于知识信念，那么定义与约定属于某种形式的知识，我们在此基础上对之加以肯定就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信念。克里普克此处以定义来确定命题的先验性，与其前面“根据某个证据相信某个东西是真的”并非先验的主张相违。同时，由（2）所述，分析性语句不一定表达先验性认知。所以，克里普克仅仅以“一米命题”是一个约定，该约定具有分析性，从而断定该命题是先验性的，这种做法并不成立。
对此问题，陈波老师通过论证定义往往是我们言语活动和认知活动的记录与提炼，具有经验的起源与内容，“定义”或“规定”并不是任意而为的，它们也需要某种根据，很多时候是经验的根据，也需要得到某种形式的证成和认可，得出“N是F”这样的定义或约定陈述是一个经验的陈述，而不是先验的。在我看来，其分析是非常到位的。因为语言的演变和意义的增长，很多“定义”和“规定”都依赖于实际生活而发生变化。但是，并非全部必然如此。克里普克所主张的命题的“先验性”与定义语句的“分析性”相关。因此，仅仅以语言的演变和意义的增长，来否定克里普克从定义和约定得出先验命题的主张是不充分的。
在我看来，对于克里普克“先验”是可以凭借“定义”或“约定”而自动知道事物或命题的真实情况的反驳需要具足以下三方面条件：
①语言是演变的，而定义和约定通常是人们言语活动和认知活动的记录与提炼，具有经验的起源与内容，从具有经验内容的定义和约定得到先验的认知并不完全可靠。
例如，我们可以看到如下定义“《老子》，又称《道德经》、《道德真经》、《老子五千文》及《五千言》，是老子的著作春秋战国，也是中国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典籍。”
按照克里普克的观点，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先验地得知“《道德经》是老子的作品”这一命题，而这也是目前人们普遍接受的。因为《老子》上半部分第一章以“道”字开头，下半部分第三十八章以“德”字开头。不过后来从马王堆汉墓里发现的帛书《老子》甲本、乙本都是“德”篇在前，“道”篇在后，而且老子曰：“孔德之容，为道是从”。因此，有学者认为《德道经》才可能是老子的原本。由此，可以看出，定义和约定是人们认知活动的记录与提炼，具有经验的起源，仅仅从具有经验内容的定义和约定得到先验的认知并不完全可靠。
②分析性语句不一定表达先验性认知。即使定义语句“没有一个单身汉是已婚的”是一个分析性语句，但其分析性并非完全“离经验”，只不过是实时“离经验”而已。因此，克里普克以分析性语句断定命题的先验性也并非完全可靠。
③先验知识开始于“相信”但不源于“相信”。即使“没有一个未婚男子是已婚的”是分析性的，而且其分析性不依赖于经验，但是这种建立在某一已知命题基础上的知识信念的认知并非是先验的。
第二，何种程度上的独立于经验算为“先验”？也即，是在知识的起源上独立于经验，是独立于特定认知者的经验，还是独立于所有认知者的经验？
对此，克里普克反驳有人把模态词由“可能”变成了“必然”，“可能被先验地认识”并不意味着“必然被先验地认识”。尽管对于某个数是否是素数这个答案可能由某个进行必要演算的人来先验地认识的，但他并不必须由每个人都先验地验证，人们可以通过相信计算机的结果而非先验地认知。麦克里奥主张先验性涉及知识的起源，而与知识的传递无关。陈波老师也同样主张“先验性”与一个命题是否在原则上可知无关，在P最初进入我们的知识体的时候，为了知道P，如果人们不需要依赖某些经验的手段，那么P是先验的；一旦P已经进人我们的知识体之后，后来的人们如何从先前的人们那里知道P，则与P的先验性无关。

在我看来，此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先验可知是否涉及知识的起源？二是，先验可知是对特定个体而言还是对全体而言？
（1）先验可知不涉及知识的起源。例如，现在我给定一个任意的数字123456789123456789123456789，对于它是否是素数而言，我可以通过计算机进行运算，然后，得到结论，计入史册，因此，这个数字是否是素数的起源是一个非先验的起源。但是，这并不影响它是先验可知的。因为有人可以通过必要演算来认识。由此可见，先验可知与知识的起源无关，它仅仅涉及能否被先验认知。
（2）先验可知是对全体人类而言，并非仅仅限于个体。如果某个体可以先验认知某真理，那么，其他人在具备同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对其进行先验认知。之所以有人不能先验认知，是因为他不具被同等条件。在此，我同意克里普克所主张的“可能被先验地认识”并不意味着“必然被先验地认识”。而且我认为这种“可能”带有“可以”的意味。
因此，在我看来，“先验”是认识论概念，先验知识开始于“相信”但不源于“相信”；先验性知识可以表达为分析性语句，但从分析性语句不能得出它表明的先验性知识；先验性知识不能由定义或约定得到。先验性认知表明的是一种认知的可能性问题，是全体人类可以具有的认知能力，涉及到人们是否能够独立于有关现实世界的任何经验而认识某种事物和命题。
（二）“一米命题”并非是先验的例证
以我所分析的先验性，克里普克在“一米命题”的先验性论述中出现的问题是，他将主体在传播过程中的获得知识的方式作为评价是否先验的标准。

第一，以“定义”和“约定”获得思维命题和陈述语句这一方式并非是先验的。克里普克主张，“定义”是“把一个术语定义为另一个术语的意义”和“给出某个同义词的定义”。“约定”是固定一个指称的方式。他以定义和约定的分析性，来确定所获得知识的先验性。一方面，“定义”是“把一个术语定义为另一个术语的意义”和“给出某个同义词的定义”。从意义上定义一个术语和以同义词的方式定义，这二者都符合分析性语句所要求的在语句内部已经存在某种程度的同义。另一方面，“约定”是通过摹状词固定一个专名指称的方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约定中固定摹状词具有专名指称对象所具有的某种性质或特征，在此性质或特征上，二者同一。由此可见，克里普克以定义和约定来论证所获得知识的先验性，是以语句的分析性作为隐含条件的，而这并不成立。
第二，米制知识的获得方式也并非是先验的。克里普克主张的有关米制的知识的是先验的，即使其例证的“一米命题”并非先验，也不能动摇米制知识的先验性。知识的先验性考察需要追究到某一思维的最初获得过程是否独立于经验。米制是由法国当局规定：经过巴黎的地球子午线长度（即经线长度）的四千万分之一为一米。为测量经线的长度，天文学家约瑟夫和安德烈付出了艰辛努力，最后根据测量数据进行计算得出了一米的长度。国际科学委员会制成了一根一米长的金属棍用来纪念两位科学家的探险活动。可见，对于“一米”指称长度的确定是一个源自艰辛的测量经验的结果。因此，获得米制指称这一知识的方式并非先验。

如此看来，无论是从最初的认知方式，还是在知识传播过程中的获知方式都是不能脱离经验，因此，克里普克主张人们可以先验地获得米制知识的主张是错误的。
以上仅是我对于“一米命题”中“先验”问题现在所持有的观点，就其中涉及的专名与摹状词理论，本质主义，可能世界等相关探讨留待未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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